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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儀式的角度解釋法律的可能性

⊙ 喻 中

 

郭于華主編：《儀式與社會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郭于華主編的論文集《儀式與社會變遷》（以下簡稱《儀式》或「本書」），匯聚了國內九

位社會學學者的十篇論文。儘管觀點各異，視野不同，但都聚焦於「儀式」這一重要的社會

人類學範疇，揭示了社會變遷過程中一種值得關注的社會秩序。

郭于華撰寫的「導論」闡述了本書的主旨，那就是要倡導一種從儀式的角度考察社會秩序及

其變遷的文化人類學方法。因為「儀式與象徵，作為最能體現人類本質特徵的行為表述與符

號表述，一直處於人類學研究的中心位置」。它之所以值得關注，「實在由於它們原本是人

類思維與行動的本質體現而卻經常被視作當然甚至被視而不見地存在於現代社會生活與政治

生活中」（頁1）。在借鑒、反思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郭于華提出了兩點新的研究進

路：一是注意突破結構功能主義立場的局限，著重考察社會變遷中的重大現實問題，面對相

鄰學科所批評的「殘留物情結」，本書的作者們「共同致力的一個方向」是：以儀式作為探

討社會變遷、特別是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交互作用過程這個視角，通過觀察儀式以呈現社會

與文化的變異（頁4）。二是鑒於傳統的人類學研究僅專注於各個小型社會，對某個文化小傳

統雖然可以做到細緻入微的描述，但缺少宏觀視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要超越這種

局限，「十分重要的一點就是權力關係和政治視角的引入，即關注民間文化與政治生活及國

家權力的互動關係」（頁5）。

本書各篇論文都以儀式及其相對應的社會秩序為主題漸次展開。

羅紅光在〈圍繞歷史資源的非線性實踐〉一文中描述了黑龍潭人的儀禮活動，使我們體會

到，黑龍潭人在與他們息息相關的社會生活中並非只是面對鄉土的問題，其中也包含了宏觀

歷史的知識資源。他們對史實中所包含的「偉人」及其「偉事」的成與敗，通過他們自己的

儀禮活動，將歷史放置在鮮明的價值判斷和文化批評的過程之中。他們不斷地賦予歷史新的

靈魂，而且這一過程今後仍將伴隨他們閱讀時代脈搏的問題意識而持續下去。從這個角度來

看，歷史作為一種知識資源，並非單向的直線性發展過程，而是不斷解釋和沉積的過程。然

而，事實上我們習慣於聽取「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卻很不習慣於聽到甚麼「封建時代的

優良傳統」，儘管「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中也包含了中國「封建時代」的歷史資源。羅紅

光認為，這種對歷史的不嚴謹態度導致了許多在時間觀念上的悖論（頁100）。

與羅紅光挑戰線性進化觀並試圖建立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不同，王銘銘對單線性現代化

的質疑著眼於以村落儀式體現出來的地方性「文化遺產」。不過，王銘銘所謂的「文化遺

產」，不同於中國現階段官方文獻中那些經過仔細挑選的文化展示和記錄性的歷史文獻。勿

寧說，他更多地展示的乃是一種具體的社區共同體的歷史記憶。而這一類「歷史遺產」，在



對「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國家和全球化社會與文化的研究中，特別是在力圖把中國納入到

全球化進程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文化的軌跡中，通常被視而不見，或被作為與「文

明」、「現代」的新文化相對的「落後文化」而遭否棄。作為一種批評性的表述，王銘銘旨

在通過對村莊的研究來探求未被認可的文化形式的文化意義（頁39）。

高丙中和郭于華的論文分別將儀式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透鏡，著重探討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

的複雜互動關係。高丙中以〈民間的儀式與國家的在場〉為題（以下簡稱高文），通過關注

國家如何出現在民間儀式中來審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高文首先從宏觀上敘述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總體發展。即在傳統社會，人民與國家的距離比

較疏遠，雙方的互動在途徑上比較間接，在頻率上比較稀少。國家控制人民的深度和力度都

是極其有限的。但是，自從被西方帝國主義捲進現代化的歷史宿命中以來，中華帝國逐步向

現代民族國家轉變。國家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對人民的直接統治。尤其是在新中國建國後的前

30年，政府發揮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打破了家族、民族界限，使人們牢固地歸屬於行政組

織，傳統的有限帝國變成了現代單一意識形態的全能國家。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基本上是命令

與服從的模式。但近20年以來，隨著人民公社解體，農民通過土地承包，自主經營，從對社

隊的人身依附中解脫出來。城市的「單位人」也開始分化。於是，全能國家的時代終結了。

原來受國家行政指揮的單位人和社員組成了相對自主的社會。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出現了新的

模式，其基本原則是國家與社會通過交換來界定相互關係。

在這種變動格局中，儀式不僅反映國家與社會的現實關係。而且也是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的媒介。當全國只有一個舞台時，「紅寶書」、「兩報一刊」、「樣板戲」可以被理解為生

產國家的「總體性」的符號和儀式。只要社會一旦從國家分離出來，各地就可以自成舞台，

可以在國家意識形態之外保持自己的價值觀和儀式。但這並不意味著地方或社會在儀式上與

國家不相干，而是說雙方在分立的前提下正在建立新型的連接方式。在觀察這種新的連接方

式時，高文採取了「國家在社會中」的視角，即把國家置於社會中來看待。高文舉出的一個

例子是：由於國家放寬了民族政策，青海土族的大多數村子近些年重修了寺廟。而一個名為

鮑家村的村莊重修寺廟則是為了「年頭年終節令吉日祝報天地國家元首佛神的洪恩」。土族

人民把自己對美好未來的願望或預期與國家的前途聯繫在一起。國家承認了土族的地方傳

統，而土族群眾對國家的權威表達了自己的承認、尊重和祝福。

郭于華對民間社會與儀式國家的秩序關係作出了更進一步的反省。他認為，對傳統社會與現

代社會、儀式象徵與制度權力做截然對立的二元結構劃分，無助於認識基層社會的變遷過程

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的影響，這種思路對於真實的社會存在和社會運作方式也缺少解釋

力。作為民間社會與國家權力交互作用過程的一個起點，儀式，在民間社會層面，往往是當

地人們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生存技術和生存意義；而在國家層面，它們則與權力技術相關，

或者說它就是權力實踐和權力技術的過程（頁341）。通過儀式的運作，即通過經濟生活的政

治化、日常生活的儀式化和儀式象徵的實用化過程，國家對基層社會進行了改造和重構，同

時也使國家力量和國家形象在鄉村的生活世界中或者說在普通農民的視野中呈現為非常複雜

的狀態。感受到這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國家與社會這兩個維度互動、互融的錯綜複雜關

係。儘管國家一直在用所謂進步的、文明的、現代的、社會主義的乃至更為先進的觀念佔領

農村，試圖徹底摒棄和代替其傳統的、落後的、保守的、封建的、迷信的農民意識，然而在

此過程中，國家自身卻常常陷入傳統的象徵或意義的叢林，即國家亦使用象徵的、儀式的內

容與形式來試圖建構其自身的權力結構與意義系統。中國半個世紀的基本的社會運行機制

──「運動」──的歷史就能有力地證明這一點（頁381）。



此外，圍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個主題，劉曉春的論文通過對同處一個客家鄉鎮的兩個信仰

─儀式中心的考察與比較，展示了區域信仰─儀式中心的變遷，以及儀式的興衰演變與家

族、社區、國家及當地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複雜關聯，論證了所謂傳統與再造其實是國

家權力、民間精英與權威、民眾生活動力等各種因素互動與共謀的複雜的歷史過程（頁6）。

翁乃群、納日碧力戈的研究分別探討了儀式與象徵對不同族群文化特徵與認同的作用。周大

鳴對潮州鳳凰村儀式與信仰進行了調查。劉鐵梁的〈村落廟會的傳統及其調整〉一文對不同

地域的幾個村落儀式進行了比較分析，他的研究表明，村落民眾通過廟會儀式活動所建立的

象徵性生活世界和共同確認的社會秩序觀念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間存在著特定的關聯。

總之，本書各篇論文從儀式入手，在一個廣闊深厚的政治、社會與文化背景下，探討了儀

式、象徵及其秩序問題，文章基本上都建立在研究者第一手田野調查資料基礎之上，將對於

材料的感覺、理解和敘述與理論思考融貫為一，體現了探描的表述風格。這既是社會文化人

類學的最基本的方法論特徵，也是國內的文化研究中頗為缺少而又十分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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